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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嵌入在产学研合作网络的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等方法来对产学研合作网络是否有利于学研机构科研团队提升学术绩效这个议题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产学研合作网络中的位置中心度以及网络规模对其学术绩效均具有倒“U”型影响，而且这种倒“U”型影响受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知识距离的负面调节。研究结论对学研机构在建设“双一流”国家战略背景下如何合理妥善处理与产业界所建立的合作网络关系来提升自身学术绩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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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of the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that are embedded in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ve netwo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studies whether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ve network is beneficial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of the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to improve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centra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in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ve network and the scale of network have a negative “U” effect on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moreover, this inverted “U” effect is negatively regulated by the knowledge distance betwee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and the enterprise. The conclusion provides a reference to how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cooperative network with the industr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nation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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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以开放式创新为主要范式的网络化时代，由于单个组织拥有创新资源的有限性，仅依靠自身资源来实现持续创新变得愈加困难，创新组织迫切需要与外部网络建立起有效的联系渠道为其供应各种创新要素[1]。在此背景下，现有学者对合作网络如何影响创新绩效给予较多的关注，例如，有学者研究了网络位置、网络联系、网络结构等特征对活动主体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2-4]。值得关注的是，现有大多数研究是以企业间合作网络为研究背景探究企业间合作网络如何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较少文献以产学研合作网络为研究背景探究产学研合作网络如何对创新主体，尤其对学研机构的学术绩效产生影响。目前搜寻到较为零星相关文献主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探究产学研合作网络结构特征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4-5]，较少从学研机构的视角来探究该议题。那么，产学研合作网络对学研机构的学术绩效带来什么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这些有趣而重要的议题由于缺乏深入研究而导致学术界对其理论认识仍然不够明晰。学研机构在我国创新系统中肩负着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四大职能，学研机构的科研团队是上述四大职能的实际承载者和实施主体，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日益复杂化和网络化。鉴于此，本研究以嵌入到产学研合作网络的129个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为研究对象，探究产学研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如何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将为我国学研机构如何妥善管理和协调产业界之间合作网络关系来提升自身学术绩效提供实践启示意义，对支撑我国开展“双一流”大学建设和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战略部署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1 相关研究评述
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在利益驱动下，运用各自创新资源相互协作所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由于产学研合作能够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分散风险，提升创新整体效应[6]，产学研合作创新已成为了许多国家推动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产学研合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7-9]。现有的研究在探讨产学研合作的影响效应这个议题时，大多聚焦于产学研合作如何影响企业的经济或创新绩效，包括学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如何影响企业从组织外部获取知识及其他创新资源，从而促使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并将学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成商业产品，最终使得企业拥有良好的经济绩效，成为具有创新活力的企业[8,10-11]。实际上，产学研合作并不纯粹是一种由学术型组织（团队或个人）单向辅助产业界来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良好绩效的关系。产学研合作不仅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还对学研机构的学术绩效产生影响[12]。然而，产学研合作如何对学研机构的学术绩效产生影响这个议题在现有研究中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
虽然产学研合作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硕，但是国内外学者仍然较为缺乏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来考究学研机构与产业界的互动与合作，尤其在当今以开放式创新为主要范式的大环境下，产学研合作已由过去的点对点互动合作模式向日渐复杂的非线性网络模式转变[12]，有必要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理解和考察学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合作。但现有研究较为缺乏这种视角，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仍然以传统的逻辑推理和计量分析为主[13-14]，导致对我国的产学研合作网络仍然缺乏足够的理论认识。
相比之下，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已被广泛地引入到其他研究领域，尤其最近20多年以来，在计算机性能不断提升和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网络分析已成为学术界备受欢迎的研究范式。与传统的管理学研究范式相比，社会网络研究范式并不拘泥于个体特性研究，而是更注重于从整体网络视角来分析活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其中包括个体之间的联系[15]、组织之间的联系[16]、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之间的联系[15-18]。
值得关注的是，现有研究主要持资源观视角，关注活动主体之间互动联系所形成的网络结构特征如何影响到活动主体从网络中获得资源的多寡，进而对活动主体的绩效产生影响，往往忽视个体属性可能给活动主体的绩效带来的影响。其实，合作创新网络对活动主体而言是一个资源平台，主体能否有效地将网络资源转化成绩效还取决于其自身能力大小[19]。所以，网络节点内在属性差异程度，尤其彼此之间知识距离的大小可能会调节影响合作创新网络与活动主体绩效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知识距离与社会网络交互关系对活动主体绩效的影响机理问题。
2 理论与假设
社会网络理论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著名学者Burt[20]在对人类社会关系与经济活动关系进行研究时，首次提出社会网络的概念。上个世纪60年代，社会网络理论被引入到管理学研究领域，尤其最近20多年以来，在计算机性能不断提升和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网络分析在管理学领域已成为备受欢迎的研究范式。
[bookmark: OLE_LINK116][bookmark: OLE_LINK4]在社会网络研究中，个体、团队、组织、区域与国家等不同层次的主体在网络中视为网络节点，网络节点之间建立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网络中的“边”；这些网络节点与边都嵌入到社会网络中，那么网络节点所处于的网络位置、网络规模等结构特征均对其行为产生重要影响[21]。当今，网络位置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2]。位置中心度是衡量组织在网络所占据位置重要程度的常用指标[16,23]。它通过刻画组织在网络中与其他节点之间直接连接关系分布状态，衡量组织凭借与其他组织建立的网络关系及占据网络位置的重要程度，以反映组织在合作网络中的权利集中程度和声望高低[24]。鉴于此，本文在借鉴过去研究的基础上，使用位置中心度来刻画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产学研合作网络中所占据的网络位置。
在产学研合作网络中，当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位置中心度越高，意味着它在网络中占据的位置越重要，与企业之间建立的沟通渠道和机会就越多，助于提升双方的信任和认同程度，进而消除了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从产业界调动互补性资源的障碍，并提升了网络资源转移效率，这对提升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尤为关键[25]。同时，随着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接触的机会就越多，企业为了寻求技术改进方案，会及时地将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提供给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希望它们通过联合攻关先进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为其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这为学研机构科研团队提供了研究题材和机会[26]。此外，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可以利用企业的实践平台来对科学探索所获得的研究成果进行实践检验，有利于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开展。所以，拥有较高位置中心度的学研机构科研团队能够凭借它的网络位置优势来获取更多的互补性资源（认知、信息、知识、技术、实践场所以及研发经费等）[16,27]，甚至影响知识和信息等创新资源在网络中扩散和转移的方向来为学术研究服务[23]。
然而，拥有较高位置中心度是需要大量成本与精力投入，尤其在产学研合作网络中，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在价值认同与取向方面存在着本质差异，即，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以发现和创造知识为宗旨，注重学术成果的前沿性；而企业则以利用知识创造利润为宗旨，更注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效益性[28]。那么，当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位置中心度过高时，意味着它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协调与企业合作过程中双方价值观冲突问题，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容易受到企业的牵引，导致从事过多的技术开发活动，可能会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本职高水平科学研究上的精力投入起到“挤出效应”，从而损害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知识创造能力[29]。此外，当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位置中心度过高时，它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来应对和处理过多的信息和其他资源[30]，尤其是缄默性知识，这可能对它的学术绩效带来不利影响。此外，过高的位置中心度可能给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带来更多的同质化资源[31]，这使得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促进作用容易出现边际性递减现象。
由此可知，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位置中心度对其学术绩效的提升是一把“双刃剑”。最初位置中心度对学术绩效起到正向的影响；然而，随着位置中心度的不断提高并超出临界值时，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维护较高位置中心度需要投入较多成本与精力，加上位置中心度对学术绩效的正向影响出现边际效应递减，最终导致位置中心度带来的边际收益超过了投入成本。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位置中心度对其学术绩效呈现出倒“U”型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网络位置仅是活动主体在网络中的“点”，仅仅关注网络位置容易忽视活动主体所处整体网络结构特征，因此有学者从较为宏观的视角，使用网络规模来刻画网络的整体“面”特征，并关注网络规模如何对活动主体绩效产生影响作用[32]。网络规模是指网络包含的活动主体数量。网络中活动主体数量越多，意味着网络规模越大，其蕴藏着有利于组织成长的资源就越丰富、可为创新组织提供多样化资源，就越有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33-34]。现有研究也证明了网络规模对活动主体的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作用[32]。
同样的，当产学研合作网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学研机构科研团队所嵌入的网络包含的企业数量就越多，那么其蕴藏的网络资源就越丰富[34]，这有利于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从产学研合作网络中获取更多的市场信息、技术需求、科研经费等资源，从而有助于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结合实践需求选择研究题材、开拓研究视野，进而推动学术研究顺利开展，这对学术绩效的提升尤为重要。
然而，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学研机构科研团队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去维护管理[35]。此外，网络规模越大，结构洞就可能会越多，那么给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如何有效地管理规模过大的合作网络带来极大的挑战[17]。同时，网络规模越大并不意味有用的资源就越丰富，尤其当网络是由同质化程度很高的组织所构成时，规模很大的网络可能拥有的同质化资源就越多，这并不有利于学研机构科研团队提升学术绩效。所以，当网络规模超过临界值时，容易造成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成本投入超过从合作网络中获得的资源收益，那么会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带来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可知：当产学研合作网络规模较小时，随着网络规模不断增大，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得到不断提升；当网络规模超过临界值时，则可能会损害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此外，过去研究也发现网络规模与组织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29，35]。鉴于此，本研究作出以下假设：
假设2：产学研合作网络规模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呈现出倒“U”型影响。
随着产学研合作日趋网络化，越来越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在网络化的开放环境中开展多边交流与建立起日益复杂的合作网络关系。虽然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所建立的合作网络关系成为知识实现跨组织溢出的主要路径，但是双方之间知识距离的远近会影响知识能否从双方所建立的联结关系这个渠道中有效、顺畅地实现跨组织溢出[36]。依照Cummings等[37]对知识距离的定义，知识距离是指知识供应方与接收方所拥有的知识差异程度。同样的，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和企业之间的知识距离主要体现为双方所拥有的知识在宽度与深度上的差异[38]。知识宽度是指组织所掌握知识的多样性，知识跨越的领域越大，表明知识宽度越大；而知识深度是指组织所掌握知识的水平程度，拥有某类知识存量越大，表明知识的深度越高。
现有研究认为，知识供应方与接收方之间的知识差距越小，意味着双方知识结构和背景较为相似，有利于对彼此拥有的知识进行编码与学习，从而推动良好知识共享机制的形成[39-40]。这意味着，当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的知识距离较小时，有助于消除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由于位置中心度较低而存在网络资源转移效率低下问题，从而提升了位置中心度对学术绩效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充分挖掘现有的网络资源，缓和网络规模较小而导致获取网络资源困难问题，从而提升了网络规模对学术绩效的促进作用。
然而，当知识的供应方与接收方之间的知识距离越大，表明双方拥有共同知识基础相对较少，那么知识接收方为了吸收和整合知识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导致知识跨组织转移存在着较大障碍[41]。同样的，当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间的知识距离过大，双方科研实力相差悬殊，那么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的合作容易沦落成“门不当、户不对”状态，可能会加剧了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由于位置中心度过大而需要耗费大量成本与精力来应对和处理过多的异质性信息及其他资源[30]，尤其是缄默性知识，使得过高位置中心度对学术绩效的负面影响更为凸显；同时，双方知识距离过大，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为了维持庞大的网络规模而投入的成本容易超过从网络中获取的资源收益，从而加剧网络规模对学术绩效的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位置中心度及其所处的网络规模对其学术绩效所呈现出来的倒“U”型影响关系同时受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知识距离负面调节。具体而言，当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位置中心度较低、网络规模较小时，双方的知识距离过大会削弱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对学术绩效的正向影响；而当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过高并超过某一临界点之后，过大的知识距离会加剧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对学术绩效的负向影响。鉴于此，本研究作出以下假设：
假设3：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知识距离负面调节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位置中心度与学术绩效之间的倒“U”型影响关系。
假设4：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知识距离负面调节学研机构科研团队所处的网络规模与学术绩效之间的倒“U”型影响关系。
3 研究设计
3.1数据来源
为了收集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产学研合作网络中的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知识距离及学术绩效等相关实证研究数据，本研究主要通过调查问卷法来实现。为了确保所获得的调研数据质量，笔者所处科研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下属某研究院科研团队进行实地调研搜集数据，在2016年9月开始有针对性地开展预调研（调研对象包括参与我国高铁领域产学研合作实践的专家学者、参与广东省部院产学研合作的专家学者）；依照调研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正后，并在2017年1月和6月分两次进行正式调研，选择的调查样本是来自我国东部地区（广东、上海和北京）的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院所的科研团队。两次实地正式调研共分发问卷306份，回收254份。为了尽量确保问卷数据的可靠性，笔者及团队成员对两次回收的调查问卷质量进行核查，确认两次回收的问卷是否存在较大的波动；同时，笔者及团队成员随机抽查出25位问卷填写者进行电话回访或上门回访，通过访谈的形式来检查确认问卷所收集数据的质量。此外，排除那些明显不合格的调查问卷，包括：填写不完整；填写人并没有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经历；问卷填写明显很随意。通过以上措施，一共排除不合格调查问卷有53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01份。
经过对调研数据进行梳理与分析得出：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一共有129个，其中组建时间在3～5年期间的科研团队数量最多，一共有48个；大多数科研团队的科研人员数量在5人以下，一共有65个；此外，大多数科研团队拥有校（所）级及以上的科研平台。
3.2变量测度
3.2.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学术绩效，即学研机构的科研团队在参与产学研合作后取得的科研成就。现有文献认为完全使用客观的成果性绩效并不能完全刻画学术绩效，还应考虑将无形能力的提升（即是成长性绩效）纳入评估范围[42]。鉴于此，本文对学术绩效进行刻画时，综合考虑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成果性绩效和成长性绩效。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15,24,42]，并结合本研究具体需要和访谈学者给予的建议，最终确定通过6个题项来测量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见表1）。
3.2.2解释变量
目前，国内外很多相关研究均通过调查问卷量表的方式，采用Likert量表来测量与了解组织所处的网络特征[43-45]。鉴于本研究所搜集的样本数据特征，本文拟通过调查问卷途径，采用Likert量表来刻画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产学研合作中的网络位置和网络规模。
（1）位置中心度主要描述活动主体在网络中的位置情况，衡量网络节点凭借与其他节点建立的网络关系及参与重要网络活动而占据重要位置的程度[46]。本文参考过去研究成果所采用较为成熟的量表[33,47]，并结合本研究具体需要及访谈专家意见做适当修正后，最终确定通过4个题项来测量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产学研合作网络中的位置中心度（见表1）。
（2）网络规模是衡量网络层面特征的重要指标，反映活动主体和其他组织联结（包括间接联结）的多寡。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测度与活动主体存在直接或间接合作关系的其他合作伙伴数量来实现网络规模的刻画[22,48]。本文对网络规模的测度主要采用和借鉴了现有研究所开发的成熟量表[33,49]，并结合本研究具体需要及访谈专家意见做适当的修正后，最终确定通过3个题项测量学研机构科研团队所处的网络规模大小（见表1）。
3.2.3调节变量
在本研究中，知识距离是指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所拥有知识结构的差异程度，主要体现为双方所拥有的知识在宽度与深度上的差异[38]。本文对知识距离的测度主要借鉴现有研究所采用较为成熟量表[38,50]，并结合本研究具体需要及访谈专家意见做适当的修正后，最终确定通过4个题项来测量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知识距离（见表1）。
3.2.4 控制变量
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参与产学研合作取得的学术绩效除了受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和知识距离影响外，还有一些潜在变量也可能对其造成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需要控制这些变量，分别是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科研实力、团队氛围、政府政策等。
（1）科研实力。由于不同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科研实力强弱存在差异，这可能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参与产学研合作取得的学术绩效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采用Likert 五分量表评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科研实力大小，其中“1”表示“科研实力非常薄弱”，“3”表示“科研实力适中”，“5”表示“科研实力非常强大”。
（2）团队氛围。团队氛围也可能会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合作过程中取得的学术绩效产生影响。本文采用Likert 五分量表来评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是否具有鼓励探索创新的团队氛围，其中“1”表示“非常不符合”，“3”表示“适中”，“5”表示“非常符合”。
（3）政府政策。政府颁布创新政策也可能影响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学术绩效的实现，所以政府创新政策也应该纳入到控制变量当中。同样的，本文采用Likert 五分量表主观评估政府颁布的创新政策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参与产学研合作中取得的学术绩效的影响程度，其中“1”表示“非常不符合”，“3”表示“适中”，“5”表示“非常符合”。
3.3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正式调研所采用的调查问卷主要参考现有研究所采用的较为成熟的问卷设计，并且结合专家意见和小样本预测试结果对不合适的部分题项做了修正；即使如此，为了确保实证研究的质量和严谨性，本研究需要检验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只有信度和效度达到要求才表明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bookmark: _Toc492557987][bookmark: _Toc492558087][bookmark: _Toc492557664]首先，本研究通过SPSS软件对量表开展信度检验，表1结果显示了关键构念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α），发现位置中心度的α为0.831，网络规模的α为0.879，知识距离的α为0.782，学术绩效的α为0.766，均大于阀值0.7，表明本研究所用量表是可靠的，因为各题项之间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此外，测量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知识距离、学术绩效的各个题型CITC系数均远远大于阀值0.35，表明量表均符合信度要求。
表1 变量各题项信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CITC
	Cronbach’α
（剔除当前题项）
	Cronbach’ α

	位置中心度
	C1与同行相比，我们科研团队在产业界的知名度很高
	0.722
	0.823
	0.831

	
	C2产业界很多企业需要技术支持时，都非常倾向与我们科研团队建立科研合作关系
	0.701
	0.789
	

	
	C3我们科研团队往往倾向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来获取市场技术需求等相关信息资源与科研经费
	0.653
	0.760
	

	
	C4我们科研团队与企业的直接科研项目联系多于间接联系
	0.588
	0.615
	

	网络规模
	S1我们科研团队与很多企业在科研项目上存在合作联系
	0.730
	0.897
	0.879

	
	S2我们科研团队可以通过直接合作伙伴来和很多企业建立起间接联系
	0.768
	0.810
	

	
	S3 我们科研团队经常被邀请参与产业界举办的技术论坛或技术联盟
	0.751
	0.823
	

	知识距离
	V1 与我们科研团队有直接合作关系的企业自身科研能力水平差异很大
	0.765
	0.848
	0.782

	
	V2 与我们科研团队有直接合作关系的企业所处技术领域（知识背景）差异程度很大
	0.693
	0.744
	

	
	V3 与我们科研团队有间接合作关系的企业自身科研能力水平差异很大
	0.622
	0.670
	

	
	V4 与我们科研团队有间接合作关系的企业所处技术领域（知识背景）差异程度很大
	0.641
	0.736
	

	学术绩效
	P1与同行相比，我们科研团队发表很多文章
	0.663
	0.710
	0.766

	
	P2与同行相比，我们科研团队发表的文章质量很高
	0.528
	0.704
	

	
	P3与同行相比，我们科研团队申请很多发明专利
	0.732
	0.748
	

	
	P4与同行相比，我们科研团队申请的专利质量很高
	0.629
	0.797
	

	
	P5我们科研团队铸造了一个良好科研平台
	0.588
	0.723
	

	
	P6我们科研团队是一支有创新活力的研究团队
	0.602
	0.660
	



其次，展开对量表的内容效度检验。由于本文的测量量表是建立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并请教那些具有丰富产学研合作经验的科研团队专家对所制定量表题项进行评审，对不合适的题项进行修改和净化，使得所制定的调查问卷除了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撑外，还符合中国实践情景，确保所制定量表的内容效度良好。
再次，对量表的聚合效度进行分析。鉴于验证性因子分析（comfirmary factor analysis，CFA）已被学术界广泛使用于测量聚合效度[51]，本文使用CFA来检验测量题项的聚合效度。检验结果发现，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知识距离和学术绩效等4个变量的CMIN/DF分别为2.314、1.522、2.268和2.519，均小于阀值3；RMSEA分别为0.033、0.025、0.037和0.042，均小于阀值0.05；此外，相对适配3个指标IFI、TLI和CFI也均大于阀值0.9，说各变量测量题项的拟合效果很好。各测量题项对最初理论假设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阀值0.7，而且都达到显著水平（P<0.001）。此外，潜变量的AVE均大于阀值0.5。由此可知，4个变量均具有很好的聚合效度。
最后，整体判别效度。通过对整体测度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所包含的潜在变量的拟合结果比较好。其中：CMIN/DF为2.528，小于阀值3；RMSEA为0.036，小于阀值0.05；IFI为0.911，TLI为0.925，CFI为0.909，均大于阀值0.9，说明整体测度模型是有效的。整体测度模型区分效度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对角线内的数值是潜在变量的AVE平方根，可以发现各个潜在变量的AVE平方根均高过它与其他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反映了所有潜在变量具有良好的辨别效度。

[bookmark: _Toc492558098][bookmark: _Toc492557675][bookmark: _Toc492557998]表2变量的整体判别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1.位置中心度
	(0.763)
	
	
	
	
	
	

	2.网络规模
	0.112
	(0.718)
	
	
	
	
	

	3.知识距离
	－0.062
	[bookmark: _GoBack]0.113
	(0.783)
	
	
	
	

	4.学术绩效
	0.135
	0.031
	－0.205*
	(0.759)
	
	
	

	5.科研实力
	0.221**
	0.219*
	0.421**
	0.525**
	(0.723)
	
	

	6.团队氛围
	0.049
	0.235
	0.080
	0.422**
	0.220*
	(0.734)
	

	7.创新政策
	0.068
	0.143
	0.112
	0.209
	0.124
	0.320
	(0.740)


注：***表示P < 0.01，**表示P < 0.05，*表示P < 0.1。下同

4 实证结果
为了验证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产学研合作网络中的位置中心度及其所处网络规模是否对学术绩效产生非线性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否受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知识距离的调节影响，本文采取了回归分析方法。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的严谨性，在回归之前务必对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进行验证，结果发现本文所构建的回归模型变量之间没有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因为所构建的所有回归模型的膨胀因子最大为6.139、最小为3.205，均在阀值10以下。一般而言，当回归模型中的膨胀因子大于阀值10时，才表明所构建的回归模型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一些变量如位置中心度（或网络规模）及其平方项同时放进回归模型可能引起共线性问题，为此对这些变量在放入回归模型之前进行中心化处理。总体上，本文所构建的回归模型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另外，为了检验样本回归模型的数据变量是否存在系列相关问题，本文对样本数据残差的独立性程度进行验证，即是计算样本数据的Durbin-Watson（DW）值，发现回归模型的DW接近2，这表明回归模型的数据变量没有存在自相关问题。
由于层次回归分析可以通过控制解释变量进入回归分析模型的前后顺序来依次探究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近年来被广泛地应用到经济管理研究领域[25]，鉴于此，本研究拟采取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上文所提出的假设依次进行检验，如表3所示。首先，将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模型，如模型1；然后将位置中心度及其平方项放入回归模型以验证位置中心度对科研团队学术绩效的影响关系，如模型2；接着在模型3中加入网络规模及其平方项以验证网络规模对科研团队学术绩效的影响关系；随后在模型4加入调节变量知识距离；然后在模型4的基础之上，将知识距离与位置中心度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放入回归模型以验证知识距离对位置中心度与学术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 如模型5；最后，在模型4的基础之上，将知识距离与网络规模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放入回归模型以验证知识距离对网络规模与学术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如模型6。
[bookmark: _Toc492557676][bookmark: _Toc492557999][bookmark: _Toc492558099]表3变量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学术绩效
	学术绩效
	学术绩效
	学术绩效
	学术绩效
	学术绩效

	团队科研实力
	0.214**
	0.206***
	0.199**
	0.199*
	0.196*
	0.172**

	团队创新氛围
	0.188**
	0.163**
	0.171**
	0.173*
	0.166*
	0.162*

	政府创新政策
	0.071
	0.051
	0.042
	0.050
	0.056
	0.035

	位置中心度
	
	0.635
	
	0.562
	0.549
	

	位置中心度平方项
	
	－0.689***
	
	－0.598**
	－0.570*
	

	网络规模
	
	
	1.365
	1.328
	
	1.232

	网络规模平方项
	
	
	－1.618*
	－1.284*
	
	－1.229*

	知识距离
	
	
	
	－1.081*
	1.073
	1.039

	知识距离×位置中心度
	
	
	
	
	0.018*
	

	知识距离×位置中心度平方项
	
	
	
	
	－0.025**
	

	知识距离×网络规模
	
	
	
	
	
	0.135*

	知识距离×网络规模平方项
	
	
	
	
	
	－0.017*

	
	
	
	
	
	
	

	R2
	0.041
	0.255
	0.152
	0.268
	0.471
	0.428

	Adj R2
	0.032
	0.228
	0.133
	0.241
	0.390
	0.395

	△R2
	
	0.214
	0.111
	0.227
	0.430
	0.387

	F
	5.049*
	27.232***
	19.131**
	29.524*
	39.520**
	36.528*



模型1分析了控制变量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影响，即团队科研实力、团队创新氛围及政府颁布的创新政策等潜在影响变量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合作取得的学术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F为5.049，而且这3个控制变量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参与产学研合作取得学术绩效的解释程度较低（R2=0.041）。
模型2分析位置中心度对学术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F为27.232，回归方程显著；R2为0.255，意味着位置中心度及控制变量一共解释了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参与产学研合作取得的学术绩效25.5%的差异。与模型1相比，模型2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参与产学研合作取得的学术绩效的解释力度提升了21.4%。位置中心度平方项系数是显著性负数（β=－0.689, P<0.01），表明位置中心度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产生显著的倒“U”型影响，因此假设1得以证实。
模型3分析网络规模对学术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F为19.131，回归方程显著；R2为0.152，意味着网络规模及控制变量一共解释了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参与产学研合作取得的学术绩效15.2%的差异。与模型1相比，模型3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参与产学研合作取得的学术绩效的解释力度提升了11.1%。网络规模平方项系数是显著性负数（β=－1.618, P<0.1），表明网络规模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产生显著的倒“U”型影响，因此假设2得以证实。
在模型4加入变量知识距离基础之上，模型5同时加入了知识距离与位置中心度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以分析知识距离对位置中心度与学术绩效之间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发现知识距离与位置中心度平方项的交互项系数是显著性负数（β=－0.025, P<0.05），知识距离与位置中心度的交互项系数是微弱显著性正数（β=0.018, P<0.1），这意味着知识距离能够负向调节位置中心度与学术绩效之间的倒“U”型影响关系。
在模型4加入变量知识距离基础之上，模型6同时加入了知识距离与网络规模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以分析知识距离对网络规模与学术绩效之间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发现知识距离与网络规模平方项的交互项系数是微弱显著性负数（β=－0.017, P<0.1），知识距离与网络规模的交互项系数是微弱显著性正数（β=0.135, P<0.1），这意味着知识距离能够负向调节网络规模与学术绩效之间的倒“U”型影响关系。
为了形象地展示知识距离分别负向调节位置中心度与学术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网络规模与学术绩效之间影响关系，本文参考现有文献，以知识距离中间值为基点划分成高知识距离和低知识距离两组，分别画出知识距离的调节效应示意图[17]。如图1所示，根据两条回归直线斜率关系可知，在知识距离高的情况下，位置中心度与学术绩效的倒“U”型影响关系以及网络规模与学术绩效的倒“U”型影响关系的斜率均变得更小，意味着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对学术绩效的倒“U”型影响更弱，因此假设3、假设4得到验证。
[image: ] [image: ]
         （a）知识距离调节影响位置中心度与学术绩效之间关系                             （b）知识距离调节影响网络规模与学术绩效之间关系
图1知识距离的调节效应

[bookmark: _Toc472457692][bookmark: _Toc462327113]5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发现与讨论
本文以嵌入到产学研合作网络中的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推演与实证分析等方法来对产学研合作网络是否有利于学研机构提升学术绩效这个议题展开研究，发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位置中心度对其学术绩效呈现倒“U”型影响关系。在早期，随着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网络中位置中心度日益增大，有助于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从网络中获取到各种创新资源（如实验室设备、劳动力、数据库以及其他设施），从而有利于基础研究活动的开展和学术绩效的提升[24,52]；然而，随着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网络位置中心度不断增加，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从网络中获得的信息和资源的冗余程度也不断增加，这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研究和绩效提升的边际影响也不断减弱。此外，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网络位置中心度不断增加，也意味着它需要耗费较多精力和资源来维护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网络关系以维持其在网络中的位置，这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本职高水平科学研究上的精力投入起到“挤出效应”，进而对学术绩效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产学研合作网络的位置中心度保持适中程度对其学术绩效提升更为有利。
本文还发现产学研合作网络规模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起到倒“U”型影响作用，这与既有研究发现不符[34]。这可能是因为现有研究仅关注网络规模给组织绩效带来“利”的一面，没有过多关注其潜在“弊”的一面。本文认为，网络规模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网络规模大小反映组织能从网络中获取创新资源的多寡[53]。当网络规模太小时，给学研机构科研团队提供的网络资源就非常有限，这不利于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开展学术研究以提升学术绩效；当网络规模过大时，仅表明能提供的网络资源数量越多，并不代表能提供网络资源的价值越高，有可能存在较多冗余的资源，这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提升并不一定有利。此外，随着网络规模越大，学研机构科研团队需要投入越多的精力与资源来维护与其他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网络关系，这可能会占用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从事学术研究的大量时间，因此可能会损害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综上所述，可以获知，学研机构科研团队所嵌入的产学研合作网络规模状况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是一把“双刃剑”。

此外，本文还发现产学研合作网络（位置中心度和网络规模）对学研机构的学术绩效的倒“U”型影响关系受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知识距离的负面调节影响。具体而言，当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产学研合作网络的位置中心度以及网络规模尚未到达临界值之前，假若双方知识距离越小，就越有利于提升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对学术绩效的正向影响；反之，则会削弱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对学术绩效的正向影响。然而，当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位置中心度以及网络规模超过临界值之后，双方知识距离越小就越有利于缓和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对学术绩效的负面影响；反之，则会加剧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对学术绩效的负向影响。这一研究发现也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因为当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的知识距离越小时，就越有利于知识共享机制的形成[40]，避免知识距离过大不利于资源转移的弊端，因此促进了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对学术绩效的正向影响；随着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的知识距离进一步扩大，双方的知识背景与科研实力相差悬殊成为了知识转移与合作创新的障碍[54-55]，从而使得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对学术绩效的负面影响更加凸显。
5.2 理论启示
第一，本文不仅探究产学研合作网络如何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产生影响，还考虑了活动主体的内在属性，即是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的知识距离如何调节产学研合作网络与活动主体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弥补现有很多研究过于强调合作网络（资源）关系对活动主体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个体属性，例如双方知识距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本文对未来合作网络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
第二，本文从学研机构科研团队角度出发，探究它们与企业之间所建立的合作网络关系对学术绩效的影响关系，弥补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的角度来研究产学研合作相关议题所带来的不足，所以，本文为未来进一步从学研机构的视角来研究产学研合作相关议题（如模式、动因及效应等）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5.3 实践启示
第一，本文研究发现产学研合作网络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学术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作用，证实了在当今日益网络化时代，创新组织或团队嵌入到合作网络中，一方面有助于整合利用各方所提供的创新资源、有利于提升组织绩效；但是另外一方面，假若过多与产业界建立起合作网络关系，可能会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本职高水平科学研究上的精力投入起到“挤出效应”，反而不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显然，产学研合作网络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学术绩效的提升是一把“双刃剑”，这意味着如何有效地管理和配置与其他组织间的网络关系是创新组织或团队提高学习能力和取得良好绩效的关键。所以，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学研机构在当今国家开展“双一流”大学建设新时期如何与产业界建立起适当的合作网络关系来提升自身学术绩效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二，本文研究发现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与企业之间的知识距离负向调节产学研合作网络对科研团队学术绩效的倒“U”型影响关系。为了提升产学研合作网络对学术绩效的正向影响和缓和产学研合作网络对学术绩效的负面影响，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参与产学研合作时，选择合作伙伴要充分考虑对方的知识（技术）能力结构，确保双方知识背景能够“门当户对”，避免与知识背景相差较为悬殊的合作伙伴合作而导致知识跨组织流动存在较大障碍，进而不利于学术绩效的提升，所以，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学研机构科研团队在与产业界建立起适当的合作网络关系过程中，如何选择具有合适知识（技术）背景的企业建立起良好合作关系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5.4 研究局限性
第一，本文囿于人力、时间、数据可获得性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通过调研所获得的数据仅适用于自我中心网络的构建与分析，即是以受访的学研机构科研团队为焦点来构建产学研合作网络，来分析产学研合作网络对科研团队学术绩效的影响。未来可考虑选择客观数据或大范围调研收集大样本数据，采取提名生成法（滚雪球法）来构建整体合作网络，从整体网络的视角来关注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及整体网络的运行状况。
第二，本文从学研机构科研团队的角度来研究产学研合作网络对学术绩效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绩效仅是科研团队的一个重要绩效指标，还存在技术转化绩效、财务绩效等，这些绩效可能对于具有行业背景的科研团队或来自新型研发机构的科研团队而言可能也非常重要，但是本文并没有进一步研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针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团队，增加不同类型的绩效指标来探究产学研合作网络对科研团队不同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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